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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系统的新探索，社会治理是政

府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过程。本文用新社会进化论理论分析社会治理

的创新，指出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社会工作的参与治

理是服务型治理。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政府在社会治理系统创新中吸纳社会工作也存

在着张力，这来自于政府与社会工作一定程度的目标差异、二者之间的非平等关系、地方政

府潜在的维稳思维。文章认为，作为新社会进化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还需要政府与社会

在价值普遍性方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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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任务，为激活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指出

了方向。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应该扮演积极和适宜的

角色。本文从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入手，探讨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一、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的快速转型、市

场化、城市化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发展和稳定一直是执政党和政府关心的核心问题。进入

新世纪、新阶段以来，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和创

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努力，是执政党和政府解决发展中问题的重大战略抉择。尽管不能说我国

的市场化改革决策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一个幅员如此广大、情况如此复

杂的国家进行整体性改革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渐进式改革是改革策略的基本选择，就整个改

革而言，它在不同阶段的策略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但又是不断调整和发展的。

在社会管理领域也是如此。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强调

的重点有不同。明确地、相对集中地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

做出的。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的总判断下，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

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这些在理论上讲清楚了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方向和要求。中

共中央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从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出发，提出要创新

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可以看出，从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

创新的总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每一步又都有新的发展。

学术界对从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意义的理解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差异。人们都认为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创新，差异在于对创新程度的理解。有的认为，社

会管理基本上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而社会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共治，其本质上是

一种民主，因而这里的创新是本质性的。笔者认为，如果从执政党的多年实践，特别是从执

政理念变化的表述来看，从社会管理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可以看成为执政党基

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管理任务实际而发生的带有重大创新意义的进化。做出这一判断

的基础是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理解。笔者认为，社会管理是执政党的一项基本任务，这里的社

会管理被理解为对全社会和社会领域的管理，但这种管理并不一定都是强制性的。现代社会

管理不是简单的管束，而是较多的调控，它也不单纯以维持现有秩序为目标，而是同时也包

括促进发展的取向。至于社会管理对我国实现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意义，笔者曾从社会系

统论的角度进行过阐释，认为社会管理应该被理解为党和政府运用系统论的思维，动员和组

织包括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内的各个方面，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

过程(1)。如果是这样，后来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在新形势下对比较强调强制性管理实践的某

种纠偏，在理论上则是向系统论的社会管理观的回归。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

管理创新强调了社会协同的作用，这与社会管理的系统观、整体观是一致的。从社会管理创

新到社会治理，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在对国家和社

会管理的多方责任的认识上，进一步体现了对社会管理的系统性理解，而且明显指出在这些

(1)王思斌，社会管理初论，《社会科学研究》，1992 年第 6 期

方面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和责任。当然，如果从偏政治学的角度看待国家与社会关系

提法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具有更大的意义。另外，要恰

当地理解从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的意义，还必须结合近十年来政府在快速社会转型、市

场化、城市化背景下，社会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如果看到不少地方政府在维稳思



路下的短期行为和出格做法，那么，给予社会治理以更高评价是完全应该的。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它在社会领域的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意义上被强调，

社会治理（协商共治）的表述是对应有的社会管理创新理解的明确化和深化。社会治理何以

是社会管理的深化和发展？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几点：（1）从性质上看，它们都是对社会

的管理，但是社会管理常常陷于管制或统治，而社会治理着眼于现代国家的能力建设；（2）

在目标上，社会治理强调标本兼治，强调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它与

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强力维稳式管理不同，与某些工具性的创新社会管理也不同；（3）从

治理关系上看，社会管理虽然也有多方参与之含义，但是其中的权力关系十分明显。社会治

理则强调多方参与，包括社会力量的参与，这里既有政府部门之间的垂直和横向关系，也有

政府与社会的协商与合作，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乃至各方与居民参与的关系；（4）创新

的社会管理被看成是一种管理关系格局，而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组成部分，更加强调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

总体来说，笔者认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可以看作是执政党为

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做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选择，是有创新意义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演

进。这种演进和进化反映了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理念的连续性，也反映了治国思路的与时俱进

和创新。

二、从新进化论的角度理解社会治理创新

政府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追求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张力有

关。社会快速转型，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加深催促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其中衍生的

问题也导致我国以解决基本民生为目标的“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在 GDP崇拜和干部政绩

冲动推动下，某些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冲动压过了民生诉求，而一些民众借助于网络、信访

以及其他“弱者的武器”(1)，不断对政府强制推动经济发展项目的作为予以反抗。于是，在

新一轮经济发展中不但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而且制造了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使发展不

可持续，这给执政党“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带来重大挑战。为了纠偏和

(1) 詹姆斯 C .斯格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

建构一种新的发展秩序，新一届党政领导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可以发现，从国家能力

建设的角度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应该是一种系统的进化和功能增强过程。

让我们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理论来理解上述过程，并发现这一过程面临的新的

挑战。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帕森斯在其晚年提出了社会进化论，认为系统变迁的方向是“适



应性”的增强。在他看来，社会进化包括分化、适应性提高、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四个机制。

分化是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分化；这种分化可以提高社会系统的适应力；分化带来新的整合问

题需要有包容机制加以解决，对新结构和新单位的包容将使系统更稳定和具有效率；而价值

普遍化及对新单位的承认或给予合法化，会消除系统内部结构之间的冲突。这样，社会系统

发生了进化(1)(2)。

笔者认为，用社会进化论来解释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合适的，因为这里可以实现

理论与解释现象的一致性。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提出背景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国家现代化的追求和对外部及内部紧张关系

的处理，使执政党和政府选择了政府与市场、社会进一步分开的战略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及相关文件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其中强调了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强

调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

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方面参与社会治理，这是社会体制结构与功能的重要分化。通过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等方式，政府实现功能让渡和功能外移，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事项，交

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将更有效地处理社会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减少社会矛盾，使社

会系统的适应力增强。

但是，应该清楚，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挥作用需要政府的包容。包容是对异质性事物

的接纳和承认，对于政府来说则是对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容许、支持和承

认。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对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接纳和承认是有条件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被人们诟病多时，在以往政府的诸多文件中，强调对社会组织的

监督管理远大于对它们的培养扶植。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四类社会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

展”，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的注册和活动管理也有所放开，政府通过分类控制(3) 和购买

服务等手段，谨慎地对待具有一定异质性的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的服务创新，甚至也接

(1)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

(2)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 6 期

受来自社会的批评建议，以保持社会系统的整体性。

当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协调程度最根本地表现在社会组织的价值观和自主活动方

面，而这些常常被社会组织看成是自己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价值观既有

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政府希望社会组织弥补政府服务功能之不足，又有效自律，即做到



“帮忙不添乱”。但是，社会组织除了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之外，还希望

倡导和追求社会公正，其中免不了对政府的某些做法的批评。它们希望自治，作为独立的一

方与政府保持合作、协作和治理关系。这里，显然并未形成政府价值的普遍化，而是存在某

种张力。

从中央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布局来看，政府最希望发展的是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

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这是一些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

基本上不涉及政治的组织。但是必须承认，就是这些社会组织，为了拓展空间和进行专业化

服务，它们的理念和方法也可能会超出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仍发挥作用的政府管

理的框架，它们的发展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会超出原结构系统。因此，相对于原有的政府建立

和主导的社会系统来说，新的社会组织可以算一种新结构。这种新结构的出现，不是由原来

政府建立和主导的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分化而出现的，而是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整个

社会系统新功能的增加所导致的。这就使得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社会治理结构体制的建构）

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新结构”的存在，要求政府在包容和价值普遍化方面考虑到社会组织

作为能动主体的存在。这里的深层含义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要建立的适宜的治理关系。下

面，我们转向对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分析，从一个角度说明服务性社会组织在社会

治理中同政府应建立的治理关系。

三、社会工作参与作为一种服务型治理

从我国建构现代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公共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发挥功

能对社会治理创新具有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在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会组织被赋予“社

会协同”的角色。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都有社会组织发挥作

用的空间，而且这种社会力量会发挥政府难以具有的作用。

社会工作机构是主要由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向有需要人群特别是困难群体提供专业社会

服务的社会组织。关于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笔者曾从制度性协同和

功能性协同两个方面加以阐述(1)。至于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本文认为是一种服

(1) 王思斌，试论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的协同作用，《东岳论丛》，2012年第 1 期

务型治理，它是主要通过服务而实现的社会治理，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秩序。社会工作的基本职能是向困难群体和有需

要的人群提供专业化服务，社会工作所要处理的问题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些基本需要

也具有某种“底线性”(1)，对于这些困难群体的“底线性”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以明显



改善困难群体的生活处境，当然也可以看成是“源头治理”，从而避免某些社会问题的发生。

二是通过服务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传统的、实际的社会管理主要诉诸自上而下的管束以

致强力维稳，社会管理创新则要求“把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贯穿于社会管理工作中，更新管

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实现由防范、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的转变”，社会治理更要求各主

体平等参与。社会工作通过政策性服务或第三方介入的方式参与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通过

多方沟通来协调政府、企业、社会部门与民众的关系，可以促进问题的良好解决。在这里，

社会工作的参与治理促进着社会治理创新。

三是通过政策倡导促进善治。面对普遍性问题，社会工作常常会扮演政策倡导者角色，

通过向政府部门提出新的政策建议，解决问题。这种建议是在充分了解政府现有政策和民众

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可行性分析而提出的，基本上是社会政策的完善，具有促进善治的

功能。

四是社会工作领域内部的良好治理。与上述几个方面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工作的服务和

参与有利于社会领域的良好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既是

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领域的治理。社会工作秉持专业价值观从事社会服务，

既能反映民意，也可以形成行业自律，进而形成社会工作领域的自我治理，这也是创新社会

治理体系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和协同作用与一般非营利组织的参与，既有相同之

处，也有其特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是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转换，它具有国际上非营利组织的

共性——强调自治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2)。一般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不同

于政府的社会力量，在其自觉意义上更追求公民参与、民主和自治。在从事公共服务的同时，

非营利组织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也更关注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和行动。

社会工作机构具有非营利组织的一般特征，但它首先强调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功能有

两个基本方面——对困难人士和弱者的服务与维护其合法权益，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进

(1) 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商务印书馆，2008 年

(2)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商务印书馆，2008 年

步。它在这两个层次上都可以参与社会治理。在实践层次上，社会工作对社会治理的贡献在

于提供令服务对象和政府满意的服务；社会工作以其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服务于困难群体、

弱势群体和其他有需要群体，不但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而且会使受助者感到温暖、被接纳、

获得支持和能力感。就是在遇到自以为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这种来自非政府的、第三方的



帮助，也会使其减少冲突和对抗意识。在政策层面上，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发现问题，进而提

出改善政策的建议。社会工作以自己的专业理念、社会良知、正义感，和由具体服务、深入

接触底层群体而获得的真实资料为基础，倡导社会政策的完善和改变。

可以说，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社会工作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协商共治，而是服务型

治理。与政府与一般的非营利组织的双方治理关系有所不同，社会工作突出地将提供社会服

务纳入治理体系的建构之中。一般的非营利组织或社会团体，常常被看成为具有共同利益和

志趣者组成的群体，似乎这些群体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利益共同体与政府的关系，而社会工作

机构的宗旨是为作为第三方的困难群体提供服务，这两种治理关系自然有不同。社会工作机

构首先是通过提供服务来参与社会治理的。在这里，政府通过培育和扶植社会组织发展来实

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就为社会工作机构实施服务型治理提供了条件。政府通过这些措

施培植协同者参与治理，实现系统的扩张和进化。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作为参与

治理者的社会工作机构没有自己的理念，则协同只能是被动的跟从，参与也只能是“掺合”，

并不能真正起到社会治理或善治的作用。

四、社会工作作为制度和结构介入社会治理的张力

对我国的社会工作存在着不同理解，但是从现实来看，从角色认同及发挥的创新作用来

看，专业社会工作是其最核心的部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教育先行”的特点(1)(2)，

学校系统的社会工作力量在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的专业

社会工作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它强调尊重、理解、平等、个人的社

会权利，强调人的能力、自主性、人的发展，以及社会正义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人

本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这对原有的社会系统来说也是一种新结构、新制度。这种

以服务为本的社会组织是受到政府、社会和服务对象欢迎的。但是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发挥

(1) 史柏年，新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2) 李晶晶，教育先行：中国社会工作的建设模式—访史柏年教授，《新资本》，2007 年第 10 期

作用也会遇到来自原结构的阻力，在参与社会治理中会产生与原系统结构的张力。

新社会进化论为消除某种张力而生(1)，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张力。在我国建构社会治理

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治理关系也存在张力。其部

分原因有：



（1）目标差异。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表现为“新结构”的

某种“异己性”，即它不是在原系统结构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也不是原结构要素轻易地转变

就能替代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真正的治理结构的形成，

政府与社会、社会组织形成真正良好的治理关系。但是这种状态现在还没有出现，一方面是

因为某些地方政府出于维稳思维，认为社会工作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社会工作群体则认

为政府的维稳是本末倒置、只看眼前不看长远。换句话说，政府希望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工

作机构）参与治理具有很多工具性色彩，是基于管理的目标。而社会工作机构参与治理则是

工具性与目的性并存的，是社会目标（社会服务）与某种社会管理目标的融合。单纯的管理

目标的实现有时是相对容易的，因此也是任期制、政绩考核制度下政府官员所追求的，但是

通过服务实现治理则不是来得那么快。

（2）非平等合作关系。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途径是承接政

府购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这既给社会工作机构带来了生存和发展机会，也可能制造对

政府的过分依赖。一些地方政府以购买主体自居，视社会工作机构为其资源的依赖者。政府

（具体部门）以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要求社会工作机构做一些本不属于社会工作范畴的事，“关

系型”招标也制造着不公平竞争，管理主义的监督对社会工作的深度服务带来不利影响(2)(3)，

社会工作者难以很好地开展他们认为必要的专业服务。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存在着不平

等的购买关系与合作关系。

（3）潜在的维稳思维。还有，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下，政府在发展社会福利政策方

面变得更加谨慎，新自由主义意识对社会政策发生着显见影响。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在

扩大，维稳思维明显地存在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之中。社会工作的某些反映民意要求的活动

（政策倡导）常常在政府的综合意见中被忽略或被拒绝，甚至把它们理解为冲突模式。在稳

定至上的思维定式下，任何有可能激起民众不满的活动都不可能进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视野。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肖小霞、张兴杰：社工机构的生成路径与运作困境分析,《江海学刊》2012年 5 期

(3)易松国，大学教师创办社工机构的背景、问题及建议，《社会工作》（实务版）2011 年第 2 期

这样，社会工作机构力图从深层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也被拒绝，而深层次介入或许正是建

立现代治理结构所必须探讨的。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挑战，这就是社会工作机构

的“服务-秩序”模式与政府的“管理-维稳”模式的冲突。社会工作将工具性和目的性整合



为一体的参与治理模式，还没有被政府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创新”所包容。这在一定

意义上源于政府的某些“紧迫性选择”。

五、新的社会治理体制：进化的某种实现

在协同治理问题上，政府与社会组织如何形成“价值普遍化”也需要考虑。按照结构功

能主义的新进化论的说法，价值普遍化是指系统对新单位的承认或给予合法化。具体到本研

究，价值普遍性则是指政府要承认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并向它们提供让渡

空间和允许它们有一定的拓展空间。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指出了承认的价值基础——互为主体

性，即双方在主体价值上的平等。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霍耐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阐

述了市场化背景下承认实践的必要性(1)，这些对理解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建构中的承认问题都

有启发。笔者也曾将承认理论运用于对当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分析，指出社会工作要得到

较快发展就必须实现政府与社会工作群体的相互承认(2)。实际上，这里的相互承认就是“价

值普遍化”。

现代社会治理是在现代社会结构基础上各社会主体协商-共治的活动。从基础结构的意

义上来说，要建立社会治理体制就必须发展社会组织，并赋予其以主体性。社会是一个有多

重结构、多重需求、复杂自治机制和动员能力的空间，其中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在建立政府

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的过程中，以服务困难群体为目标、具有明显建设功

能的社会工作机构，应该优先得到发展。

在这方面，政府建构新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解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工作机构的理念，

认识到它们的建设性是必要的。政府要提高自己对现代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增强包容性，在

建构新的治理体制的过程中形成普遍化、包容性的价值。显而易见，社会工作机构在此过程

中也不是被动的，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它们会以自己有效的专业服务和政策倡导，阐明自

己的价值观，并在与政府协商、合作的过程中与政府的政策理念互动，进而形成更符合实际

的社会治理理念，在达成共识和相互认同中实现社会治理价值的普遍化。

(1)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2)王思斌，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河北学刊》2013年第 6 期

价值普遍化和承认是一个过程，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过程中，价值普遍化和承认是在

政府积极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机构的有效服务实践中实现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理念的指导下，在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更

加自觉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随着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经验的不断积累，各具体



领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化，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治理体制就会逐渐建立起来，通过复杂的进化，

社会治理机制体制实现了创新。

本文从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创新社会治理体系问题，指出政府主

导建构新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管理系统的深化和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培育和发展社

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同时要形成新的治理关系。在参与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政

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需要包容和相互承认。社会工作机构主要依靠为困难群体服务参与社会治

理是一种“服务型治理”，或许这对建构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良好治理关系也有一定

启发意义。笔者也期望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型治理”对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Email:wsbpku@sina.com。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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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management. As a new governmental strategy to

manage social system,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process of both governmental self-improvement and evol

u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new soci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na

lyzes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argues that the social work can play four types of coordin

ative roles in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work’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should be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ance. As new social institution and structure, social governance’s innovation may contain tensions i

n incorporating social work in the process. These result from possible goal differences and unequal relati

onship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work,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stabilization thinking of loc

al government.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s the new social ev

olution requires more efforts mad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in constructing share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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